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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种业趋势及中国种业创新发展建议
程华 1，王刚毅 2*

摘要 分维度分析全球种业发展及研究趋势、关注热点及争议焦点，对比发现目前中国种业

的理论创新研究及实践创新探索深化程度不足、前瞻性不够。针对中国种业面临的基本现

实挑战，提出了系统开展准公共品公开化方案、种企横纵向收购边界、种业协同创新机制群、

社会资本及保险参与创新链制度、转基因系列社会调查、种质资源引进交换策略等方面理论

创新及实践探索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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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强调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破除“卡脖

子”威胁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同时指出“深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

调“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把种业振兴行动切

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对“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作出详细布局部署。中国种业的创新发展，有利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一是能够保障粮食安全，维护国家

战略安全。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全球粮食产业

链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以种业高质量创新发展提

升粮食及食物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势在

必行。二是能够夯实农业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中国种业参与国际种业要素市场和种子商品

市场的现代化竞争，有其特定的背景条件、创新战

略和发展路径，这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三是能够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纵观全球，农业

强国必是农业科技创新强国，以“种质资源+生物

技术+大数据”的智能设计育种 4.0时代，种业创新

驱动优质高效农产品的产出，是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强国不可或缺的抓手。

四是能够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机结合。种业高质量发展及以需求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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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创新有效供给，有利于人民对农产品及农食品

的内在需求体系与包括种子在内的生产资源要素

供给体系的结构性平衡，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必然选择。

中国种业产业化起步晚、积累弱，大致经历了

起步发展期（1949—1977年）、快速发展期（1978—
2011年）、现代发展期（2012年至今）[1]，也可以分为

对外开放的 4个阶段，即 1978—1988“睁眼看世

界”、1989—1998年高速发展、1999—2008年合资

时代、2009年至今的种业新时代。系统梳理近年

来国内有关研究进展，发现目前中国种业产业的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2]都已经取得了显著

成效，并逐步在研究探索深层次改革创新的“靶点”

及策略，但产业治理制度及创新管理政策对创新链

高效分工、创新人才吸引与潜能激发、育种目标科

学确定、重大创新品种的开发、成果有效转化等的

效能不足，多数生物育种的基础研究仍然处于“跟

跑”阶段[3]，有效破除中国种业面临的挑战仍然任

重道远。新发展阶段，亟待学习借鉴全球种业创新

发展趋势、创新组织模式、创新治理新举措及关注

热点焦点，基于中国国情、农情和种情研究探索中

国特色的种业创新发展之路。

1 全球种业研究发展趋势

1.1 新品种创新趋势

自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以来，基因组工具和测

序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降低了育种创新成本并加

快了育种创新进程，目前基因组数据和生物信息量

的不断增长，使用跨学科的新技术、新方法，克服了

传统育种的局限性，提高了遗传增益率，未来可能

会改变植物育种的新理论、新范式[4]。自美国 1970
年通过《植物品种保护法》（《The Plant Variety Pro⁃
tection Act》，PVPA）、1980年授权生物专利后，私营

公司开始主导商业大豆品种开发及市场，公共部门

转向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及下一代植物育种人

员的培养。目前，美国大豆已经在利用大数据分析

预测未观察到的表型，更好解析基因间的相互作

用，加速发现优良等位基因组合的基因组和表型，

未来探索大豆独特特性关键取决于遗传多样性、各

种技术整合及下一代育种家和遗传家[5]。2017年
通过对欧洲种子供应网络的普查，发现欧洲本土种

业主要由中小型企业组成，种子供应商和消费者支

持种业发展并参与欧洲知识共享网络，这形成了欧

洲以下游需求为导向的品种协同开发氛围，有利于

满足日益增长的本土种子需求，加快实现欧盟

2020年恢复 15%的退化生态系统的承诺[6]。德国

通过小麦育种材料的交换加快品种改良，改善农业

生产能力，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生产系统，保障全

球粮食安全[7]。埃塞俄比亚政府为充分挖掘大豆

生产力，强调研发产量优势品种，而大豆种植者青

睐更高的耐寒属性品种，选择偏好具有明显异质

性，未来将实施以生产者需求驱动的育种创新和扩

散战略[8]。肯尼亚通过一项为期 3年的西部玉米种

业跟踪研究，发现以高度农业生态异质性为基础的

育种创新才能够切实提高农民的产量和收入，未来

将针对生态位需求进行适应性品种研发[9]。智利

反季节作物种子研发、生产和推广，有效解决了北

半球种子生产短缺问题，2020年以来进一步加强

对植物育种新技术的应用与管理，以保持智利作为

未来植物育种生物技术创新热点的地位[10]。

1.2 种业创新组织模式

为确保全球气候变化下农业可持续发展，未来

作物改良战略必行，作物育种方向、农场采用情况

和社会接受度是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全社会达成共

识并协同应对[11]。参与式植物育种（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PPB）是农民和正式育种家在育种过

程合作，是一个具有高响应能力、高创造性和高灵

活性的动态创新过程。以二者知识交流为基础，育

种家针对不同气候培育更多品种，满足参与农民的

需求，然而目前新品种未纳入正式的种子分配及共

享系统，这与产权界定制度、利益共享机制有关，未

来将出台适应性的创新管理体系，畅通PPB育种成

果共享渠道[12]。与集中关注农民采用新作物品种

的研究不同，有国外学者通过对全球 158名水稻育

种家开展实证研究发现，鼓励育种人员承担风险，

给予其开展试验和实施新技术的自由，能够促进快

速采纳、转让和利用水稻育种新技术[13]。近年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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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更精确高效的植物育种方法，育种工具箱变得

更丰富，能够更快实现育种目标，欧洲对 62家私营

植物育种公司的调研，证实了公司对新育种技术具

有巨大兴趣，但是欧盟现有监管不利于私人公司投

资，未来将着力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14]。虽然 1990
年以来孟加拉国就出台政策吸引私营部门参与种

业，但目前种子供应仍依赖进口，研究发现私营部

门研发投资抗生物和非生物胁迫新品种的意愿很

小，未来将取消对私营部门获取公共部门种质资源

的限制，取消政府对私营部门开发新品种的强制性

性能测试，以切实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品种研发[15]。

通过收集肯尼亚种子企业、经销商以及农民种子选

择去向的数据，发现非洲东部和南部在公共部门退

出玉米种子生产的 20年以来，玉米育种从农业食

品价值链需求侧考虑较少，未来将以需求为导向，

加强种业企业与零售商之间的营销合作创新和利

益分享[16]。

1.3 创新治理政策推进

基于新型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新育种技术（new
breeding technology，NBT）应用以及专利更加复杂

的趋势下，囊括专利、植物育种者权利和《生物多样

性公约》等的要素，需集合到一个更开放的创新框

架下，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植物育种知识产权制度，

将有利于缩短创新周期、鼓励创新，而且创新成果

更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否则未来 20年内育种

科学家向农民和消费者提供新品种的动力将减弱，

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17]。植物育种者权利

（plant breeders' rights，PBRs）是一项重要的知识产

权，在可持续发展时代对植物育种创新至关重要，

但PBRs持有人不能阻止第三方利用其成果开发新

品种。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
认识到这种搭便车损害 PBRs持有人利益的情况，

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essentianlly derived variet⁃
ies，EDV)，并在公约进行了一定保护。然而几十年

过去了，EDV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及广化，才能保

护 PBRs持有者并形成激励，因此在最近修订

UPOV公约的过程中，关于EDV概念的解释说明也

已成为谈判焦点[18]。目前欧洲在植物育种方面研

发落后，主要原因是所有使用“新基因组技术”（包

括基因组编辑技术）获得的作物品种都要受欧盟严

格的转基因（genetically modified，GM）法规约束，抑

制了欧盟开展提高产量、提升气候适应性、匹配食

品及饲料加工需要的新品种创新。因此，欧盟建立

了一个更全面了解基因组编辑当前及未来在作物

中应用的交互式、可公开访问的在线数据库，以提

供最新证据支持欧盟植物育种创新政策的具体修

订[19]。同时，实际案例研究证明，欧盟未来应当让

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植物育种政策及法律的制

定[20]。还有学者重点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

律制度对育种创新的激励作用以及对粮食安全与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21]，如基于马铃薯探讨技术创

新、公共资源与治理制度的相互促进、迭代发展[22]。

1.4 针对转基因的监管

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在基因组中引入定点突变

或缺失，利用这些技术改良的第一批作物正在接近

市场，这引发了国际争论——是应该将它们作为转

基因作物，还是仅仅作为常规育种下的另一种诱变

形式加以监管[23]。基因组编辑作物潜在效益明显，

专家们对其所提供的优越农艺性能和产品质量达

成共识。从农业技术应用的动机、挑战、潜在利益

与担忧等演变历程看，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供给及其

产品的研究开发、风险评估和监督管理过程的透明

度，是增加公众进一步认识其在农业中的作用认知

及信任度的关键，也决定着现代生物技术工具在农

业部门的命运及在不久将来数十亿人的生活[24]。

当前全球对转基因的一项重要共识是，为未来新型

农业食品和饲料产品的安全考虑，可以降低下游产

品评估、批准及监管的难度，但是要将安全设计方

法引入上游育种生物技术（如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

学）中，并在生产工艺和产品层面朝着安全方向发

展，以确保粮食和饲料供应安全[25]。法国一项研究

揭示了公众基于遗传育种技术原理的分类与目前

遗传育种技术的科学分类有很大不同，公众首先区

分了没有引起DNA序列任何变化的技术，并应用

笛卡尔逻辑和自然主义逻辑对其他育种技术分类，

这对食品创新政策和转基因生物立法有重要意

义[26]。目前，欧盟法院认为无论最终品种中是否存

在外源 DNA，定点诱变育种技术应与转基因作物

195



科技导报2024，42（12）www.kjdb.org

以相同方式进行监管[27]。

1.5 对市场集中度的关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收集了覆盖许

多作物种类和许多国家种子市场集中度信息，发现

不同种类、不同国家种子市场集中度差异很大，需

要进一步跟踪研究全球种业兼并收购是否阻碍市

场竞争、抑制创新潜力，目前还没有系统证据表明

对价格或创新产生不良影响[28]。市场集中度提高

与育种技术快速发展下，全球种子市场主体存在明

显异质性，有少数大集团也有许多中小企业，还有

农民、农场主和公共研究部门，且不同品种的市场

商品价值空间差异较大。目前关注的热点在于：有

的人担忧市场过度集中，最大公司掌握过多权力，

会对粮食安全有负面影响；其他一些人认为大型种

子公司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有能力为未来农业、食

品和生物经济带来至关重要的创新[29]。这一争议，

有待于进一步分品种、分国家进行深入研究。

总体而言，全球种业研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 4个方面：（1）育种方法上，越来越注重育种

新理论、新范式等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探索，逐步

加强生物信息与大数据技术支撑下智能育种方法

的开发利用，加快育种技术与工具的创新开发及利

用推广；（2）品种研发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因

地制宜地满足人们对多元化、个性化农产品及农食

品的需要，更加注重适应气候变化、适合不同生态

区域、以市场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新品种创新以及转

基因新品种的研发及推广；（3）种子生产上，从关

注种子产量转向种子质量——商品性状、农艺性

状、抗生物和非生物胁迫性等，转向单一成分富集

或功能显著的“专、精、特、新”重大专用特用种子的

生产，更加注重新品种生产技术服务、机械化服务

及营销推广；（4）产业治理上，更加重视种子生产、

农产品生产加工及消费主体在种业创新中的作用，

协同打造“创新供需结构性衔接闭环”的品种开发、

利用及推广体系，加快吸引私人部门投资上游育种

基础研究在内的种业各环节，更加关注并注重引导

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强调创新成果及知识产权的

保护、扩散和接纳等政策制度优化的及时有效性。

同时，从绿色革命提高产量和质量的生物育种

技术，到基因革命进一步提高产量、质量和抵御生

物与非生物胁迫能力的生物育种技术，当前及未来

一段时期，全球争议热点在于：其一，利用基因编辑

技术创新的品种及农产品或农业食品的安全性，是

否视为转基因食品，市场监管规定是否同转基因食

品一样；其二，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概念内涵与范围

界定，以及如何确保植物育种者权利的保护制度及

相关法规与时俱进；其三，国内或国际种子市场集

中度过高是有利于还是抑制创新与竞争，是有利于

全球粮食安全还是对粮食安全造成危机，应该如何

更好地把控。

2 中国种业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种业处于育种研发以公共科研部门

为主而种企参与不足的阶段，表现为“育繁推脱节、

种企创新投入少、种子市场集中度低”等现状[30]，国

际化发展面临着“全球垄断加深[31]、跨国种业巨头

冲击”的挑战[32]，国内发展面临着“育种资源分散、

私人投资市场失灵、公共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匹配

率低”的困境[33]。按照种业从育种、制种到用种的

链条顺序及配套服务，具体表现为：种业原始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力度不足，研发主体创新动力不

足，基础研究难以支撑育种核心技术[3]；种质资源

储备和鉴定不足，系统性、规模化的种质资源整合

不足，育种研发源头处于劣势[3,34]；市场监管不足，

种企数量多但研发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走出

去”国际化难度大[3]；生物育种产业化管理体制不

健全，产业化进展缓慢，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种业竞

争的薄弱环节[35]；种业发展体制机制制约明显，种业

各管理部门职能职责不清晰，尚未建立完善的种业

科技创新体系[30,35]等问题。无论被动还是主动，中

国种子市场已然国际化，然而中国种业国际化发展

及创新体系构建任重道远，主要体现为3个方面。

1）种企市场占有额低，国际竞争力弱。根据

农业农村部《2021年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报告》，

2020年中国农作物种子企业有 7372家，种企数量

多、规模小，除先正达、隆平高科具有一定国际竞争

优势外，其他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从全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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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销售额看，近年来前 5名企业市场份额一直

保持在 50%以上。2021年，先正达的市场份额处

于全球第 3位，但仅为拜耳、科迪华两家国际巨头

的 34%、42%左右。隆平高科水稻、谷子、食葵种子

业务全球领先，虽已跻身世界种业十强，但其销售

额仅为拜耳公司的1/20。
2）种业基础研究较弱，面临“卡脖子”风险。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量超

过 54万份，位居世界第 2，但优质、特异种质资源较

少，且精准鉴定的资源少之又少，有效利用率远不

足 3%。功能基因组学等基础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

差距较大，抗病、抗逆、品质、产量等性状形成的遗

传机理研究不系统，关键基因和实用分子标记缺

乏，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原创不足，重要核心技

术 70%被美国控制。中国生物育种的基础研究仍

处在“跟跑”阶段，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受知识产权

的约束，处于被动地位。

3）种业创新转化不足，创新链衔接不畅通。

中国从 2013年起种业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超过美

国，且在作物分子育种技术方面已是全球领跑，然

而中国种业高质量专利不及美国 1/10。同时，虽然

每年审定的新品种很多，但推广应用上具有绝对竞

争力的重大品种很少。从论文发表量到专利授权

量的减少，从审定品种多到推广品种少，创新链上

下游环节之间，存在创新成果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

不匹配，价值在衰减[36]。加之目前从基础研究到应

用研究的技术集成创新环节投入不足，出现“断

裂”，更加阻碍了成果转化。

综上，从国际种子市场快速转型、种业科技竞

争愈演愈烈的未来发展形势看，当下中国种业在数

量、质量、市场和行业 4个方面存在安全隐忧[35]，与

种业发达国家对比，中国种业产业组织体系、种质

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创新链分工协作治理体系等方

面仍存在明显差距[37]。

3 中国种业创新发展的建议

对标全球种业发展及创新体系构建的进展及

趋势，基于中国种业发展研究现状，以创新体系构

建面临的挑战为导向，特提出中国种业应深入开展

理论创新研究、实践创新探索的重点方向及抓手，

针对创新链开展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机制设

计[38]。这将有利于中国种业重大基础研究、关键技

术、育种理论及重大品种等取得创新突破，有利于

探索中国式种业现代化发展创新路径，有利于打造

信息公开、评价公正、分配公平的高质量发展的中

国种业体系，切实保障新发展阶段的国家粮食安全

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1）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优化，探索准公共

品公开化的实施路径。针对创新链上游，包括种质

资源收集鉴定、育种理论创新与工具开发、育种材

料创制等，围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正外部性且易

于外部化扩散的创新成果，探索更有效的产权保护

体系。深入研究分创新阶段、分主体类型的分工合

作模式，针对不同创新主体、不同创新类型设定科

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知识产权权属制度安排与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设计，畅通产权转让平

台、渠道和流程，加快促进重大基础创新公开交易、

共创共享，避免种业创新劣币驱逐良币、劣币贬值

良币的逆向淘汰。

2）加快探索种企横纵向收购边界，推动企业

有序有效、可持续发展壮大。系统梳理国际种企巨

头开展产业链横纵向收购的背景条件与演化进程，

借鉴总结收购后促进业务融合的战略管理经验。

结合中国育种、制种、售种及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的

阶段特征，综合分析种企横纵向收购的战略考虑与

经济效率，开展收购条件及收购策略探索。为中国

种企基于内部管理成本、市场交易成本与国际化战

略考虑的收购，提供相应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科

学促进种企收购并购及育繁推一体化，合理提高行

业集中度，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3）深化种业协同创新机制研究，构建以体系

参与国际竞争的格局。进一步围绕“包括种质资源

收集、种质资源鉴定、育种理论创新、育种工具手段

开发、育种材料创制、新品种研发、种子生产及推广

营销”的种子链，到“大田种植生产、初加工、精深加

工”的农产品及农食品产品链，探索交易公平顺畅、

利益分配公正、风险共同承担的协同创新机制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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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模式。促进链条上下游之间的环节匹配、主体协

同、要素融合，打造以终端农产品或农食品需求为

导向的高效创新供给体系，促进中国种业以协作体

系参与国际竞争，避免某一环节或主体在国际舞台

上的单打独斗。

4）加大种业创新投资和保险力度，鼓励私人

部门参与并主导创新。进一步探索数据收集制度、

接口协议规则、多数据融合方式，赋予不同主体数

据获取权及优先使用权，推进分品种的种业大数据

平台建设，更好地维护知识产权并强化种业全链条

治理水平。加快基于信息大数据的中国种业智能

化、智慧化治理步伐，缓解中国种业的过度熵增现

象，推进链条上下游的主体建立长期稳定契约。以

政府资金与政策性保险撬动更多企业资本、金融资

本、社会资本、商业保险等参与到种业创新链及制

种环节，切实促使企业在种业资源要素配置中发挥

更重要、更有效的作用。

5）加强转基因相关系列社会调查，推进转基

因品种创新及产业化。对于发达国家转基因知识

产权保护措施、激励机制，国外转基因产业化推进

历程、具体流程与监管框架等，开展系统研究。深

刻分析国内制种主体、种植养殖生产主体、精深加

工主体、市场消费主体等不同主体对转基因品种及

产品的认知采纳意愿，对比公众对转基因与基因编

辑食物的认知采纳现状与差异，加快研究转基因知

识科普策略、产业化推进方案等。同时鼓励国内转

基因创新成果申请国际专利，强化国际认同，提高

国际话语权，有序推进转基因等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为开放合作做好技术工具、优质基因、管理制度

方面的充分准备。

6）加强种业开放合作策略研究，促进种业资

源材料的引进与交换。研究探索种质资源、新品

种、新技术及创新管理制度的交流合作策略，利用

“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加强中国种业的对外开放

合作，为主动参与种业国际竞争和规则制定提供利

弊权衡与战略考量。推动国际种质资源引进绿色

通道的开通、国内外优质育种材料的交流，推进落

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积极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更新执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

护公约》（1991年文本），加快国际互认并积极争取

国际话语权，保护和促进中国种业健康发展，有力

推动中国种业国际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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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of global seed industry and suggestions 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eed industry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global seed industry and argues tha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exploration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are not in-depth enough nor forward-looking enough. In view of the basic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seed industr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systematically deepen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six aspects, including "quasi public goods publicity schem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cquisition boundaries of seed
compani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cluster of seed industry, institu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in innovation chain, transgenic series of social surveys, and introduction and exchange strategy of germplasm resource".
KeywordsKeywords global seed industry; China seed industry; innooation in seed indus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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